
 

 

自我建构、文化差异和信用风险
—来自互联网金融的经验证据

张懿玮，高维和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而言，如何对借款者的信用进行准确评估，从而做好风险管控工

作，并非易事。传统的金融信用研究一般都采用“硬信息”来评价借款者的信用；近年来，用户社交、

消费记录、网络行为等各类“软信息”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企业使用。但是，现有关于“软信息”在信用

评估中的应用研究大多着眼于图像分析、借款描述等文本研究，而对短信文本的挖掘还不够。文章

利用中国一家排名前列的金融科技公司的 13 799 位借款者发送的 317 872 条短信数据，基于自我建

构理论，分析了“我”和“我们”两类词语的表达与违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独立自我建构倾

向越高的借款者，违约率越高，而互依自我建构倾向越高的借款者则违约率更低。（2）相比于北方

人，由于南方人显示出更强的互依自我建构倾向，其违约率相对较低。（3）文化教育水平不仅降低了

借款者的违约率，而且显著调节了自我建构对信用风险的作用。文章既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贷款决

策提供了依据，也对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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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突破，作为投资者和借贷者的

信息有中介的平台的金融科技公司大量涌现，互联网金融市场迅速崛起。然而，截至 2018 年

11 月，全国有问题的平台累计已达到 2 578 家，其中就有 39.40% 提现困难，2.95% 延期支付。①居

高不下的违约率是引起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②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主要借款者是低收入群

体，他们往往信用记录不足，会带来较大的信用风险（Graves，2003；Dobbie 和 Skiba，2013；李克穆，

2016）。据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2016 年发薪日贷款报告显示，③有超过 40% 的网络分期贷款存

在违约行为。这给金融科技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风险，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投资风险，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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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网贷之家官网：https: //shuju.wdzj.com/problem-1.html.

②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金融研究所联合课题组（2014）认为中国网贷行业之所以出现大规模倒闭潮，除了一些平台的欺诈行为以及

一些平台因流动性风险或项目到期自动终止外，最主要的是大幅上升的信贷违约风险。

③ 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与 P2P 类似，一般提供一至两周的短期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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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①因此，做好风险管控工作，对借款者的信用进行准确评估，对

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判断某个借款者是否“有信用”，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料支撑。但遗憾的是，被排斥在传统金

融机构之外的低收入群体很难提供“厚实”的资料供企业进行信用风险评估，而且他们通常也缺

乏历史信用记录可供参考（Dobbie 和 Skiba，2013；Iyer 等，2016；Tan 和 Phan，2018）。事实上，因为

借款者的低收入、低学历和低信用分，传统信用评价中所采用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借贷历史数据

将很难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得到使用。为了更好地预测网络借款者的信用，金融科技公司必须

寻找新的数据来源。其中，有关用户社交、消费记录、网络行为等的各类“软信息”正在被企业越

来越多地使用。②这些数据额外提供了有关借款者真实信用水平的可靠信号，企业可以据此有效

预测借款者的信用风险（Lin 等，2013；Wei 等，2016）。虽然“软信息”在信用评估中的应用研究已

经是国内外最前沿的研究动向（Lin 等，2013；Wei 等，2016；Cornée，2019），并且在图像分析、借款

描述等文本研究方面涌现出众多成果（Herzenstein 等，2011；Pope 和 Sydnor，2011；李焰等，2014；

Dorfleitner 等，2016），但鲜有文献对短信文本进行挖掘。

短信是人们主要和私密的社交沟通手段，融合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特点，可以反映人

们的性格、情感、社会背景和关系（Holtgraves，2011；Min 等，2013；Andriotis 等，2014）。传统的自我

建构的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人们的不同自我建构倾向，以及以阅读带有“我”和“我们”词

汇的语句以激发人们的自我建构方式（Gardner 等，1999；Oyserman 等，2002；Hong 和 Chang，

2015）。因此，本文以短信中“我”和“我们”的表达数量来表示人的不同自我建构倾向。在控制短

信数量的情况下，越愿意表达“我”，就越体现了更强的独立自我倾向；而越愿意表达“我们”，就

越体现了更强的互依自我倾向。本文从我国一家排名前列的科技金融公司的 13 799 位借款者发

送的 31 7872 条短信出发，基于自我建构理论，分析了“我”和“我们”两类词语的表达与违约之间

的关系。我们发现，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两种不同的自我建构类型与信用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

关系。独立自我建构倾向越高的借款者，违约率越高，而互依自我建构倾向越高的借款者则违约

率更低。

文化差异是影响自我建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Singelis 和 Sharkey，1995；Gardner 等，1999；

Cross 等，2011）。虽然每个个体身上可能同时存在独立型和互依型特征（Trafimow 等，1991；Agrawal

和 Maheswaran，2005），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因为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则可能会在某一方面更加突

出，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自我建构倾向（Ahluwalia，2008）。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会呈现出不

同的自我建构倾向（Markus 和 Kitayama，1991；Nisbett 等，2001；Oyserman 等，2002）。我们从地域

文化差异出发，比较了我国南北两地人不同的自我建构倾向，并分析了其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我

们发现，相比于北方人，南方人更偏向于互依自我建构，这种差异导致南方人具有相对低的违约

率；而在独立自我建构上，两地人则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我们又进一步探索了文化教育对

自我建构和信用风险的影响，发现文化教育不仅降低了人们的违约率，而且显著调节了自我建

构对信用风险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进一步验证了“软信息”（短信）的有效性和重要性。金融科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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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7 年 12 月国家发布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和 2018 年 8 月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等

文件提出要全面持续评估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并坚持审慎经营原则，加强风险内控工作。

② 比如，成立于 2011 年的香港在线借贷公司 Lenddo 利用软件挖掘了借款者的通讯信息以及在 Twitter、Facebook、LinkedIn、雅虎、谷歌

和 Hotmail 等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数据。Lenddo 承诺他们保留了搜集到的所有私人信息，但不会共享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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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缺乏有力“硬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软信息”为借款者进行画像，并以此推断

其信用水平；而且，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为这种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二是自

我建构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反映了人们对自我的理解（Markus 和 Kitayama，1991），虽然之前的

研究认为不同的自我建构倾向会影响到人的风险行为，但是未将其与消费者的信用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借款者越强调自我，则违约率越高；越看重社会关系，

则违约率越低。三是有关文化差异影响自我建构的文献主要聚焦于中西方差别（Markus 和

Kitayama，1991；Oyserman 等，2002），而较少研究中国南北方的自我建构差异。Talhelm 等（2014）

和马欣然等（2016）以问卷调查形式研究发现，中国南北方有着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别；与之

相呼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南方人具有更强的互依自我建构倾向。这种自我认知差异使两

地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资源约束，从而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产生不同的信用风险。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自我建构

自我建构定义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反映了个体根据其社会角色、群体、地位和关系定义自

己或解释其身份的程度，可以分为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Markus 和 Kitayama，1991；Haberstroh 等，

2002）。独立自我将自我看作是与社会分离的、独一无二的、自主的个体。在考虑问题时，他们常

以自已的能力、属性、特征、目标等为出发点，而不太重视他人的想法、感觉或行动（Markus 和

Kitayama，1991；Singelis 和 Sharkey，1995；Haberstroh 等，2002）。而互依自我则是将自我看作是与

社会紧密联系的个体。在考虑问题时，个体常以维系与他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尊重他人的想法、

情感和行动（Markus 和 Kitayama，1991；Singelis 和 Sharkey，1995）。

自我建构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如何思考、感知和采取行动（Cross 等，2002）。在经济管理领域，

有研究认为，自我建构会对消费者的价格与质量判断（Lalwani 和 Shavitt，2013）、品牌感知和评价

（Escalas 和 Bettman，2005；Ahluwalia，2008）、劝服效果（Aaker 和 Lee，2001；Agrawal 和 Maheswaran，

2005）、冲动性消费（Zhang 和 Shrum，2009）、风险行为（Mandel，2003）和道德行为（Cojuharenco 等，

2012）等产生一系列影响。虽然已有文献并未直接表明自我建构对信用风险的作用，但是我们认

为人们如何定义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最终会影响到其在信用市场上的表现，而这也在我们的研究

中得到了验证。

（二）自我建构与信用风险

消费者的信用决策行为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自我建构作为消费者的一种自我认

知，一是通过对消费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直接作用于其信用决策行为，二是通过改变消费者

的资源约束间接影响其信用决策行为。

在思维方式上，不同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独立自我的人具有分

析式思维方式（Analytic Thought），忽视事物所在情境，倾向于局部感知和孤立性地研究事物

（Nisbett 等，2001；Monga 和 John，2007，2008；Lin 等，2008；Lalwani 和 Shavitt，2013）。这种思维模式

会导致独立自我建构的借款者孤立地看待其违约行为，不重视违约带来的各种后果，从而更容

易做出违约决策。而互依自我的人具有全局式思维方式（Holistic Thought），将世界看成是一个紧

密联系的整体，关心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其所在情境（Nisbett 等，2001；Monga 和 John，2007，2008；

Lin 等，2008；Lalwani 和 Shavitt，2013）。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互依自我的借款者不仅会充分考虑违

约对自身信用和将来发展的影响，还会充分考虑违约对其社交关系的影响，从而减少违约决策

行为。另一方面，相比于独立自我的借款者，互依自我的借款者具有更强的道德和亲社会思维。

互依型自我以维持和增强社会关系为重要行为动机，以他人的赞同和判断为重要的决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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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愿意履行社会义务和遵循社会准则，避免社会尴尬，采取印象管理，从而实施更多的道德

行为和亲社会行为（Singelis 和 Sharkey，1995；Mandel，2003；Ashton-James 等，2007；Lalwani 等，

2009；Cojuharenco 等，2012）。这些思维模式使得互依自我建构的借款者比独立自我建构的借款

者更可能做出信用决策。

在资源约束上，相比于独立自我，互依自我建构倾向的借款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亲

密关系是互依自我建构人群幸福的重要来源（Cross 等，2000，2011），它促使人们履行义务，与他

人保持一致，行为符合社会期望，以此努力建立并维护与他人的社会关系（Markus 和 Kitayama，

1991；Kim 和 Markus，1999）。而独立自我建构倾向的人情愿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表现出更强的

疏离感（Holland等，2004）。因此，相比于独立自我，互依自我建构倾向的人拥有更和谐的人际关

系和更庞大的社会网络（Cross 等，2000；Mandel，2003）。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人们摆脱困境，解

决问题，比如提供财务支持、物质帮助、信息分享等（Granovetter，1983；Weber 和 Hsee，1998；Ruef，
2002）。Cross等（2000）发现，高度互依自我建构的人会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Mandel（2003）指

出，相比于独立自我，互依自我建构的个体拥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帮

助。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互依自我的人一旦陷入困境，将更可能得到社会资源的帮助，这有助于

降低其违约决策行为。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相比于独立自我建构倾向的借款者，互依自我建构倾向的借款者违约率更低。

（三）文化差异的影响

文化是影响个体自我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Markus 和 Kitayama，1991；Oyserman 等，2002）。

不同文化下人们会形成不同的自我建构方式。一般认为，西方人（如美国人）受个体主义价值观

的影响，独立自我建构占主导，而东方人（如中国人）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互依自我建构占

主导（Markus 和 Kitayama，1991；Lee 等，2000；Haberstroh 等，2002）。因为不同的自我建构方式，不

同地区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 Zhang 和 Shrum（2009）在研究冲动性消费

时，发现表现为独立自我建构的个体主义国家的消费者存在更多的冲动性消费，他们更容易放

纵自己，而表现为互依自我建构的集体主义国家的消费者则更懂得自我管制。

虽然中国人以互依自我建构为主导，但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多样，地区差异明显。尤其是南

北方，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南方人与北方人呈

现出不同特点（欧阳静，2008；Talhelm 等，2014；马欣然等，2016）。相比较而言，南方人体现为更强

的集体主义倾向（Talhelm 等，2014；马欣然等，2016）。Talhelm 等人（2014）的“大米理论”从农作物

耕种的角度指出了南北方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差异。由于南方大多种植水稻，长期的合作灌

溉使人们形成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意识；而北方大多种植小麦，农民不需要依靠他人就能实现

生产，由此形成北方人更加独立的个体主义意识。从历史文化学和历史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中国

历史上的长期战乱使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化”或“中原文化”不断南移，最终使南方成为中原

文化的重心，而北方的“中原文化”则因中原人口南迁和少数民族统治而不断弱化，由此导致南

方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强，个体主义倾向较弱（马欣然等，2016）。事实上，南北方村落的特点也体

现出这一点。南方大多为宗族性村庄，历史悠久且村民关系紧密，“村庄是‘我们’的村庄”，是一

个由宗族、房支、家族及村民形成的一个“私”的领域；而北方因战乱冲击，村庄历史较短，而且多

姓杂居，各家族间往往缺乏统一行动的力量（欧阳静，2008）。因此，相比于北方，南方更容易形成

集体主义意识。南北方不同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倾向，导致了两地自我建构倾向的不同，南方

人更多地体现为互依型自我建构，而北方人则更多地体现为独立型自我建构，由此导致了不同

的违约水平。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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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南方人因为更高的互依自我建构倾向，表现出相对低的违约率；而北方人因为更高

的独立自我建构倾向，表现出相对高的违约率。

（四）文化教育的影响

在信用评估模型中，文化教育水平是评价消费者信用的重要人口统计变量之一。文化教育

不仅有助于降低借款者的违约率（廖理等，2015），而且会通过改变思维模式和降低资源约束对自

我建构产生调节作用。

在思维模式上，一方面，教育能够使人更多地采用全局性思维模式。那些具有更高教育水平

的人考虑问题更加全面周到，这有助于增强自我控制水平（Hou 等，2003）。另一方面，教育还能提

升人的道德性思维（Rest 和 Narvaez，1991；Trevino，1992）。道德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的相关研究表明，不仅成人的道德认知水平与教育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

且正式教育的年限是与道德认知水平最紧密相关的要素之一（Trevino，1992）。Rest 和 Narvaez

（1991）通过研究道德判断的界定问题测试（Defining Issues Test），就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没

有相关教育的人具有更高的道德判断能力。与此相关，教育水平还有利于促进人们的亲社会思

维和行为，如增进信任（Alesina 和 La Ferrara，2002），促进志愿者行为（Penner 等，2005）、慈善捐赠

行为（Wiepking 和 Maas，2009）和组织公民行为（Ng 和 Feldman，2009）等。

在资源约束上，一方面，教育有助于人们提升社会经济地位（Sewell 和 Hauser，1972；仇立平

和肖日葵，2011），从而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Sanders 和 Nee，1996；Blumenstock 等，2016）。

Blumenstock 等（2016）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不但拥有更强大的社交网络，而且他们更

有可能获得他人的财务支持；即使他们遭遇困境，也更容易获得帮助。另一方面，教育有助于人

们增进相互信任，促进社会参与，扩大社交网络，提升社会资本（Brehm 和 Rahn，1997；Huang 等，

2009）。Huang 等（2009）证实了教育水平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强而稳健的关系，教育不仅能增加

社会资本的存量，还能提升社会资本质量；而社会资本则能够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

Dufhues 等（2011）在研究泰国信贷市场时就发现，社会资本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资金渠道，

比如提供非正式的贷款，从而使他们有能力偿还正式借款。

因为文化教育在思维方式和资源约束上的作用，它使独立自我建构的借款者也可能采用全

局性思维模式，并且更具有道德和亲社会意识，同时弱化了资源的约束；而对于互依自我建构的

借款者，文化教育则进一步加强了思维方式的作用以及促进更多社会资源的支持。据此，我们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文化教育能够弱化独立自我建构对违约的正向影响，而强化互依自我建构对违约的

负向影响。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家排名前列的金融科技公司。①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的首批会员。当消费者通过公司的网贷平台借款时，在征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

平台能够获取用户的手机通讯录和短信记录信息。本文以 5% 的比例随机抽样了公司 2017 年

7—12 月共 14 611 个微观借款数据，剔除借款者个人信息不全的记录外，共获得 13 799个初始样

本数据。其中，除了基本的借款信息和人口统计特征数据外，我们还获得用户发出的 317 87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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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所有这些短信都经过了脱敏处理。

（二）变量选择

本文以借款者是否违约作为因变量，0 代表未违约，1 代表违约。这是评价消费者信用的常

用处理方法（Avery 等，2004；廖理等，2015），可以用来有效区分两类不同的借款人群。13 799 个

样本中，违约比例达到 47.56%。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借款者的自我建构类型：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以往众多文献以“我”

和“我们”这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分别代表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Gardner 等，1999；Oyserman 等，

2002；Hong 和 Chang，2015）。因此，本文也以“我”和“我们”作为解析借款者自我建构类型的重

要依据。在借款者已发送短信中，如果使用“我”的次数越多，就代表独立自我倾向越强，而使用

“我们”的次数越多，就代表互依自我倾向越强。

本文的另两个核心自变量是文化差异和文化教育。在自我建构的相关文献中，大多以地域

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Markus 和 Kitayama，1991；Haberstroh 等，2002；Monga 和 John，2007），因此

本文也以不同地域表示文化差异，以秦岭淮河作为划分南北的依据。样本中，南北方借款者比例

约为 6.31∶3.69。文化教育上，我们根据不同的学历层次以及数据的分布情况构造学历的分类变

量（廖理等，2015），将其划分为高中以下、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四类，借款人数比例为

2.20∶3.61∶3.20∶0.99。

此外，本文将年龄、婚姻、小孩、收入、职位、芝麻评分和发送短信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表 1 是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除了芝麻评分外，各变量在违约和未违约上都存在

着显著的差别。
 

表 1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未违约（n=7 236） 违约（n=6 563）

Diff（t 值）
Mean SD Mean SD

主要变量

ISC 独立自我：发送“我”的次数 2.623 3.657 2.076 3.302 0.547***（9.246）

INSC 互依自我：发送“我们”的次数 0.424 1.487 0.224 0.993 0.200***（9.347）

North 北方人，则取值为 1；南方人，则取值为 0 0.360 0.480 0.379 0.485 −0.019**（−2.301）

Edu
教育水平：本科及以上取值为 3，大专为 2，

高中及中专为 1，高中以下为 0
1.405 0.950 1.180 0.872 0.225***（14.525）

控制变量

Male 男性取值为 1；女性则取值为 0 0.729 0.445 0.760 0.427 −0.031***（−4.198）

Age 年龄 30.417 6.607 30.155 7.172 0.262**（2.221）

Married 已婚为 1，未婚为 0 0.547 0.498 0.499 0.500 0.048***（5.621）

Child 育有小孩为 1，没有小孩则为 0 0.435 0.496 0.410 0.492 0.025***（2.886）

MGR 管理层员工取值为 1，否则为 0 0.345 0.475 0.326 0.469 0.019**（2.325）

LnINC 收入的对数 8.681 0.474 8.633 0.448 0.048***（6.089）

Aplys 芝麻评分 94.506 49.975 93.368 59.232 1.138（1.214）

LnSend 发送短信数量的对数 1.985 1.603 1.551 1.455 0.434***（16.67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四、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自我建构的影响

我们首先分析自我建构对违约的影响，对假设 1 进行验证。因为因变量是 0-1 变量，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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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采用 Logit 回归分析。Logit 回归是常用的信用评估模型，具有不受自变量分布限制的优

点（Jacobson 和 Roszbach，2003）。表 2 报告了分别引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后的 Logit 回归分析结

果。结果显示，在 1% 的水平上独立自我对违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互依自我对违约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说明假设 1 得到验证。借款者的独立自我倾向越高，违约的概率也就越高，而互依自

我倾向越高，则违约的概率也就越低。而且列（3）还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如果借款者

在短信中发送“我”的次数每增加 1 次，违约的概率将增加 7.4%，而如果发送“我们”的次数每增

加 1 次，违约的概率则会下降 4.6%。
 

表 2    违约对自我建构的 Logit 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违约（1 为违约，0 为未违约）

（1） （2） （3）

β ME OR β ME OR β ME OR

ISC
0.066

（0.009）***

0.016
（0.002）***

1.068
（0.009）***

0.072
（0.009）***

0.018
（0.002）***

1.074
（0.009）***

INSC
−0.061

（0.017）***

−0.015
（0.004）***

0.941
（0.016）***

−0.047
（0.017）***

−0.012
（0.004）***

0.954
（0.016）***

North
0.171

（0.037）***

0.043
（0.009）***

1.186
（0.044）***

0.165
（0.037）***

0.041
（0.009）***

1.179
（0.043）***

Edu
−0.228

（0.020）***

−0.057
（0.005）***

0.796
（0.016）***

−0.231
（0.020）***

−0.058
（0.005）***

0.794
（0.016）***

Male
0.201

（0.041）***

0.050
（0.010）***

1.222
（0.051）***

0.207
（0.042）***

0.051
（0.010）***

1.230
（0.051）***

Age
−0.144

（0.021）***

−0.036
（0.005）***

0.866
（0.018）***

−0.145
（0.021）***

−0.036
（0.005）***

0.865
（0.018）***

Age2
0.002

（0.0003）***

0.0005
（0.0001）***

1.002
（0.0003）***

0.002
（0.0003）***

0.0006
（0.0001）***

1.002
（0.0003）***

Married
−0.218

（0.064）***

−0.054
（0.016）***

0.804
（0.051）***

−0.220
（0.064）***

−0.055
（0.016）***

0.803
（0.051）***

Child
0.106

（0.063）*

0.026
（0.016）*

1.112
（0.070）*

0.106
（0.063）*

0.026
（0.016）*

1.112
（0.070）*

MGR
0.049

（0.040）

0.012
（0.010）

1.050
（0.042）

0.050
（0.040）

0.012
（0.010）

1.051
（0.042）

LnINC
−0.092

（0.043）**

−0.023
（0.011）**

0.912
（0.039）**

−0.094
（0.043）**

−0.023
（0.011）**

0.911
（0.039）**

Aplys
0.0003

（0.0003）

0.0001
（0.0001）

1.000
（0.0003）

0.0003
（0.0003）

0.0001
（0.0001）

1.000
（0.0003）

LnSend
−0.173

（0.012）***

−0.043
（0.003）***

0.841
（0.010）***

−0.286
（0.020）***

−0.071
（0.005）***

0.751
（0.015）***

−0.289
（0.020）***

−0.072
（0.005）***

0.749
（0.015）***

Constant
3.299

（0.455）***

0.271
（0.028）***

3.380
（0.457）***

−logLik 9 267.655 9 379.135 9 232.618

LR chi2 561.330 338.370 631.400

　　注：β 为估计系数，ME 为边际效应，OR 为机会比。下同。
 
 

在控制变量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与前人研究类似的结论，如女性、已婚人士和高收入群体的

违约率更低。我们还发现年龄与违约之间存在“U”形关系，这与 Agarwal 等（2011）的结论相反。

随着借款者年龄的增长，其违约率不断下降，但年龄再增加，违约率则会上升，这可能与其负担增

加有关。我们还发现生育对违约存在边界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表明生活压力给信用带

来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差异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对假设 2 进行验证。简单的统计分析表明，南方人的违约比例低于北方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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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南方人的违约比例为 46.81%，而北方人的违约比例为 48.84%。表 3 的 Logit回归分析结果

也显示，地理位置与违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列（3）表明，北方人的违约概率是南方人的

1.179 倍，这进一步证实了南方人的违约率低于北方人。
 

53.19%

46.81%

51.16%

48.84%

40.00%

45.00%

50.00%

55.00%

未违约 违约

南方 北方 
图 1    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违约比例

 

 
表 3    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对地域文化的 Negbin 回归分析

因变量：ISC 因变量：INSC

（1） （2） （3） （4）

β ME β ME β ME β ME

North
0.029

（0.020）

0.027
（0.018）

0.027
（0.020）

0.024
（0.018）

−0.155
（0.057）***

−0.009
（0.003）***

−0.205
（0.058）***

−0.012
（0.003）***

Edu
0.008

（0.010）

0.007
（0.010）

0.152
（0.030）***

0.009
（0.002）***

Constant
−1.849

（0.024）***

−1.933
（0.194）***

−4.836
（0.080）***

−4.958
（0.53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 19 601.210 19 584.410 6 133.494 6 086.842

　　注：β 为估计系数，ME 为边际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详细结果未在表格中显示。
 
 

为什么南方人会表现出更低的违约率?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南方人比北方人显示出更高的

互依自我建构倾向。我们分别以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对地域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发送“我”和

“我们”的短信数量分布中赋值为 0 的较多，而数据的过度离势检验（P 值显著为 0）表明其存在

过度离势问题，所以我们采用负二项回归进行分析，它是泊松分布回归的更一般形式（Bhutta，

2014）。表 3 中的结果显示，North 与 ISC 并不相关（β=0.027，p=0.192），但与 INSC 显著负相关

（β=−0.205，p<0.01）。由此可见，南方人与北方人在独立自我建构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别，但是在互

依自我建构上，南方人明显表现出更高的倾向。这与现有文献指出的南方人具有更强的集体主

义意识相一致（Talhelm 等，2014；马欣然等，2016）。结合表 2 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互

依自我的重要作用，才使得南方人比北方人表现出更低的违约率。因此，假设 2 得到部分验证。

此外，我们还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互依自我建构的倾向会增强（β=0.152，p<0.01），但是独立

自我建构倾向则不受影响（β=0.008，p=0.469）。

（三）文化教育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对假设 3 进行验证。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程度越高，则违约率越低。这

与廖理等（2015）的结论相一致。列（3）的结果显示，每提升一个等级的教育水平，违约率能降低

20.6%。表 4 报告了文化教育对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列（1）和列（2）分别是对独立自我建构和互

依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列（3）是同时对两个变量的调节作用。结果中所有的交互项都显著不为

0，并且系数都为负，表明文化教育能显著降低独立自我建构对违约的正向影响，增强互依自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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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违约的负向影响。文化教育水平越高，无论是独立自我还是互依自我建构，都将会呈现出更

低的违约率。这充分体现了教育对于提升个人信用的重要意义。
 

表 4    文化教育的交互作用

因变量：违约（1 为违约，0 为未违约）

（1） （2） （3）

β ME OR β ME OR β ME OR

ISC
0.073

（0.009）***

0.018
（0.002）***

1.076
（0.009）***

0.071
（0.009）***

0.018
（0.002）***

1.074
（0.009）***

0.073
（0.009）***

0.018
（0.002）***

1.075
（0.009）***

INSC
−0.042

（0.017）**

−0.010
（0.004）**

0.959
（0.016）**

−0.031
（0.017）*

−0.008
（0.004）*

0.969
（0.017）*

−0.033
（0.018）*

−0.008
（0.004）*

0.968
（0.017）*

North
0.161

（0.037）***

0.040
（0.009）***

1.174
（0.043）***

0.162
（0.037）***

0.040
（0.009）***

1.175
（0.043）***

0.156
（0.037）***

0.040
（0.009）***

1.173
（0.043）***

Edu
−0.229

（0.020）***

−0.057
（0.005）***

0.795
（0.016）***

−0.233
（0.020）***

−0.058
（0.005）***

0.793
（0.016）***

−0.231
（0.020）***

−0.057
（0.005）***

0.794
（0.016）***

ISC×Edu
−0.022

（0.006）***

0.005
（0.001）***

0.979
（0.005）***

−0.015
（0.006）**

−0.004
（0.002）**

0.985
（0.006）**

INSC×Edu
−0.065

（0.017）***

−0.016
（0.004）***

0.937
（0.016）***

−0.046
（0.018）**

−0.011
（0.005）**

0.955
（0.017）**

Constant
3.394

（0.457）***

3.372
（0.457）***

3.384
（0.45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 9224.833 9224.646 9221.586

LR chi2 646.960 647.350 653.470
 
 

（四）稳健性检验

在上文中，我们对自我建构、文化差异和信用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结果可能受

到短信发送数量、变量选择、模型识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对结果进行检验，

以说明结果的稳健性。第一，因为快递、外卖、销售等特殊职业人群发送短信的数量明显高于其

他人，因此我们剔除这些人群后共获得新样本量为 12 650 个，然后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第二，为

了保证结果不受因变量形式的影响，我们以“我”和“我们”发送的次数与发送短信数量的比例作

为因变量。发送“我”的比例越高，就表明独立自我倾向越强；而发送“我们”的比例越高，就表明

互依自我倾向越强。同样采用 Logit 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第三，我们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利用 R 软件中的 Lavaan 工具包，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2 000 次，对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稳

健性检验。以上三个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之前的分析保持一致，这说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可靠的。①

五、结论与启示

评价借款者的信用并不容易（Iyer 等，2016）。传统的金融信用研究一般都采用“硬信息”来

评价借款者的信用。而在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软信息”来评估消

费者的信用水平。表面上看，手机短信与消费者的信用风险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但通过手机短

信，我们可以分析和识别不同的消费者，从而判断他们的信用风险。本文通过借款者短信发送中

“我”和“我们”的数量，识别借款者的不同自我建构方式，并发现独立自我建构会导致违约率上

升，而互依自我建构则会导致违约率下降。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在思维

上分别表现出分析式思维和全局式思维，弱道德性思维和强道德性思维；而在资源约束上，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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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相比独立自我也更容易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

我们还进一步证实了文化差异对自我建构的显著影响。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的南北两

地借款者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自我建构倾向。之前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北方人，南方人的集体主义

意识更强（Talhelm 等，2014；马欣然等，2016）。与之对应，我们从自我建构的角度发现南方人的互

依自我倾向更高。因为自我构建方式的不同，所以南北方的借款者表现出不同的信用风险。相

比于北方，南方人的互依自我建构方式使得他们的违约率相对更低。正如廖理等（2014）指出的，

中国各地区的借款违约率的确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我们还验证了文化教育水平的作用。文

化教育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借款者的违约率，而且显著降低了独立自我建构对信用风险的负面影

响，增强了互依自我建构对信用风险的正面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人的决策行为会受到知觉、信念和情

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于全辉，2006）。自我建构作为人的认知方式，会直接影响人的决策行为。

但无论是独立自我的高违约行为，还是互依自我的低违约行为，都反映了西蒙所指的“满意”的

决策（Simon，1956）。只是前者追求当下的个人利益和愉悦，表现出短视认知偏差（Laibson，1997；

刘瑞明等，2018），而后者追求社会关系和声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本身并

无高低优劣之分，每种建构方式都有其优缺点，比如独立自我建构的人更加积极主动，不断自我

激励，勇于追求目标（Ellis 和 Wittenbaum，2000；Sinclair 和 Fehr，2005）。但就本研究所涉及的互联

网金融情境，借款者的借款金额少，分布区域广，贷款机构催款成本高，而且这些贷款机构不仅彼

此隔离，与央行的征信平台也未实现对接，由此导致借款者的违约成本低。那借款者如何看待自

己与社会的关系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信用决策行为。

低收入、低学历、缺乏良好信用记录是互联网金融客户的主要特点，如何控制借款风险是企

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相比于传统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会尽可能地从多种渠道去挖掘用

户的信息，如通话信息、短信信息、购物信息、APP 信息等。然而，这些信息的效用如何仍值得进

一步研究（Wei 和 Lin，2016），而且当前金融科技公司针对短信的工作只是分析其中有无“借款”

“催账”等直接信息。本文通过对短信词汇的分析证实了短信信息的有效性和进一步挖掘的可

能性。金融科技公司应该充分利用文本分析工具和计量分析软件，对短信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和

分析，以此识别不同的用户群体，从而为贷款决策提供依据。

其次，本文通过短信发现了不同人群的不同自我建构类型。自我建构不仅会影响到借款者

的信用风险，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催收方式。一旦用户违约，一些金融科技公司会采用“爆通讯

录”的催债方式。虽然 2018 年 3 月 28 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

律公约（试行）》明确表示不得使用该种暴力催收方式，但效果并不明显。Lee 等（2000）提出，针对

不同自我建构类型的消费者，应该提供不同的营销策略。独立自我类型的应该提供促进定向信

息，而互依自我类型的则应提供防御定向信息。催收同样如此，独立自我类型的强调自我目标实

现，不重视社会关系，“爆通讯录”的方式并不会给用户造成巨大的人际压力，因此效果有限。对

这些违约者，更好的催收方式应是告知他们还款能够给其带来的益处，也可以通过减免一些费

用或是提供下次贷款优惠来促进其还款。而互依自我强调人际关系，并将其作为自尊的重要来

源（Cross 等，2011）。“爆通讯录”的粗暴方式会导致其人际关系面临巨大压力，严重伤害违约者

的自尊。结果可能并不是促使他们在压力下还款，而是引起他们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强烈愤怒，最

终导致他们不再愿意还款。因此，对这些违约者，催收时应该强调违约对他们个人信用以及未来

社会关系的负面影响，避免骚扰、威胁、辱骂、恐吓其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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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短信可以被用来分析用户的信用水平，但这涉及个人隐私。金融科技企

业只有在用户允许的前提下，才可以获取用户的个人短信，而且必须妥善保管，不得滥用。在进

行短信分析的时候，还必须进行脱敏处理，避免个人隐私泄漏。

本文拓展了有关信用评估的研究，并进一步证实了“软信息”的有效性。但是，本文仍然存

在一些局限，值得未来继续研究。第一，由于数据获取方面存在的诸多限制，本文只考虑了短信

数据，而未能使用微信和微博中的文本发送数据。第二，随着微信的崛起，短信的使用频率正在

减少，但我们还可以分析谁仍然在使用短信，这些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和行为方式。我们相信，

使用“软信息”分析用户行为将是未来金融和消费领域的发展方向。第三，本文只分析了短信中

“我”和“我们”这两类词汇，还有大量的其他语言表达值得继续研究。第四，短信是企业进行营

销推广的重要工具，从我们获得的数据来看，个人短信只占到所有短信的 10% 左右。因此，如何

分析数据庞大的企业短信，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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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struals,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Credit Risk:
Evidence from Internet Finance

Zhang Yiwei,  Gao Weihe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Although the internet financial market has risen rapidly recently in China, the high default
rate has become a constraint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ecause “soft information” can
provide additional reliable signals about borrowers’ true credit risk,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credit evaluation
has been already the most cutting-edge trend.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mining of SMS.

Based on borrowers’ SMS,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elf-construals on default by min-
ing the quantities of “I” and “we”. As a kind of self-cognition of consumers, self-construals directly affect con-
sumers’ credit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by influencing their thinking mode,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 con-
sumers’ credit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by changing their resource constraints. We propose that borrowers
with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have lower default rates than those with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Self-construals are influenced by culture. The different tendency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north and south of China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of self-construals. We believe that the southerners are more in-
terdependent and the northerners are more independent, which leads to a relatively low default rate in the
sou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struals and credit risk is also influenced by education. Education will
change people’s thinking mode and reduce resource constraints, so as to weak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de-
pendent self-construals and strength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on default.

Our data come from a well-known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y in China. We receive a total of 13 799
samples from July to December 2017, including 317 872 text messages from users. We mainly use Logit re-
gression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fi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construals and credit risk. Borrowers with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have higher default rates,
while borrowers with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have lower default rat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southern-
ers show stronger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and the default rate is relatively low. The education level not
only reduces the default rate of borrower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self-construals on
credit risk.

This paper offers a number of contributions: First, we further verify the validity and importance of “soft
information” (SMS). In the absence of enough hard information,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ies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se “soft information” to portray borrowers and evaluate their credit risk. Seco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different self-construals affect people’s risk behaviors, but do not link them to consumer
credit.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variables. The more the bor-
rower emphasizes himself, the higher the default rate;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the lower
the default rate. Third,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self-construals focuses more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less on the difference in self-construal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
China.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outherners have a stronger tendency of inter-
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Key words:  self-construals； cultural difference； credit risk； SMS； sof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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